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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出年画曾经是深受百姓喜爱的节庆装

饰品。

“画中要有戏，百观才不腻。”伴随清代戏

曲文化的繁荣发展，戏曲艺术成为大众文化

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年画中亦随之出

现了大量以戏曲剧目为题材的作品，因一个

独立剧目叫“出”，故这类年画被称为“戏出年

画”。戏出年画着力表现戏台上的角色形象

及剧目情节，民间画师多为戏迷，经常会亲临

现场观戏描摹，往往将戏台上最精彩的一幕

定格于画面上。画中人物扮相、功架与舞台

上几无二致。戏出年画相当于把受时间、空

间限制的舞台演出转化为可长久欣赏的平面

艺术，寻常百姓将之张贴于家中，睹其形如闻

其声，足不出户便可时时欣赏戏曲之精妙。

在过去以农耕为主的传统生活中，学堂教育

并不普及，家中长辈通过为幼儿讲解戏出年

画中的故事情节，无形中也可达到启蒙教化、传

播知识的效果。

戏出年画在形式上分为两种。一种画面

承袭传统故事年画，山石树木、亭台楼阁等背

景刻画写实，但人物都是戏装扮相，勾画脸

谱，动作举止夸张如演戏；另一种则完全照搬

戏曲舞台的表演形式，背景道具如戏台砌末，

以桌、椅摆法交代故事发生的不同地点和环

境，人物持马鞭指代骑马，执桨则示意乘船，

如此等等，刻意减少画面背景，着重突出人物

的表情和动作。清道光以降，戏出年画在各

地广泛流行，以天津杨柳青、苏州桃花坞为首

的南北各年画产地均涌现出大量的戏出画

样，形成发展之高峰。

在年画产地中，要属天津杨柳青的戏出

画样最为丰富而精彩。杨柳青镇地处京畿要

冲，最早受到京城梨园文化的浸润，画师更可

借地利之便到京津两地戏园现场摹绘，对台

上角色的衣着扮相、身段姿势等进行如实描

画，再加之杨柳青年画采用印绘结合的技艺，

套印出主要颜色后，还要经过手绘“开脸”，描

画人物的眉眼五官，极为传神细腻。流传下

来的杨柳青戏出画样多达数百种，涵盖了文

戏、武戏、唱工戏、做工戏、群戏、折子戏等多

种戏曲演出形式，内容都是当时人们耳熟能

详的经典剧目。

《拾玉镯》是一出精彩的花旦做工戏，主

要靠角色的表演动作来突出人物特征和心理

活动。在清中期的一幅杨柳青戏出年画《拾

玉镯》中，通过对人物形体的刻画表现各自的

思想感情，少女孙玉姣的羞涩矜持，小生傅朋

的倜傥风流，丑旦刘媒婆的心机盘算，都跃然

于纸上。另外，画中还将扇子作为重要道具

进行刻画，以表达人物的身份与心态。过去，

年画作坊中流传着一套口口相传且秘不外宣

的民间画诀，其中的“画角色歌”就对画各类

戏曲人物有一些约定俗成的画法口诀，对人

物持扇有具体描述，如“丑掩目，旦掩口”“小

生不过唇”“媒婆扇两肩”等。在这幅《拾玉

镯》中，三个角色均手持扇子，却有着不同的

持扇姿态，可以说是对这类画诀的灵活、生动

运用。

清末武打戏出广泛流行，杨柳青年画中

保留了大量精彩的武戏题材，如脍炙人口的

三国戏、隋唐戏、公案戏等，一些经典的画样

每年再版重印，经久不衰。《拿费德功》又名

《八蜡庙》，是《施公案》中以黄天霸为主角的

八出短打武生戏（“八大拿”）中的一出。杨柳

青刻印的一幅同名戏出年画中，人物造型干

净利落，性格塑造鲜明，画面中央绘费德功中

计，受制于张桂兰；武丑朱光祖和武生黄天霸

以不同姿态分立于左右两旁的椅子上，表示

两人暗地埋伏于屋檐高处，伺机里应外合擒

拿费德功。这类武打戏出善于突出角色的功

架姿势，将“起霸”等表演程式融会于画面中，

抓住“老生弓”“花脸撑”“武生在当中”“小生

紧”“旦角松”等不同行当的角色特点加以刻

画和表现，栩栩如生。武戏年画中这种痛快淋

漓的内容，紧凑热闹的画面，受到广大劳动人民

的喜爱。

苏州地近上海，受海派京剧的影响，桃花

坞清晚期刻印的戏出年画多表现花巧的海派

京剧舞台，富有鲜明的时代感。在一幅《金山

寺》的戏出画样中，背景采用舞台演出形式，

道具以一桌三椅显示戏中地点环境，即中间

放置一桌，上设一椅，桌旁左右各设一椅。白

素贞与小青处于画面前方，法海则坐于后方

高处椅子上，表示其在上坡上与二人斗法。

画面背景不仅有悬挂横额的上下场门，中间

高悬“共乐升平”的横匾，两旁台口红柱上还

刻有“特请京都新到清客串”“本园今日准演

金山寺”的字样，如实反映了当时京都名角沪

上献艺的史实以及旧日戏园建筑和舞台格局

的面貌。

山东平度年画师承潍坊杨家埠年画，在

发展初期较多移植或复制杨家埠的年画作

品，但后期逐渐形成自身风格，尤其以刻印的

戏出年画最具艺术性。代表作《空城计》绘刻

精细，角色装扮、城楼布景，上下场门绣帘、地

上铜钱纹方毡等底幕格式也都符合清末民初

的舞台演出实景。画中对人物的处理侧重写

实，位于画面中心的司马懿脸谱描画工细，面

带疑惑，在城门前驻足思虑，其猜忌多疑的性

格特点被表现得入木三分；右侧的司马师、司

马昭两人则满腹狐疑，似在侧耳交谈；画面左

侧城楼上孔明手持羽扇，以镇定自若之态观

望城下魏军；下方城门内绘有两个扫地老翁，

二人的神情、动作尤为生动，其中一人额贴小

膏药，以手搭在另一老翁肩上，那老翁则一边

打扫一边窥视城外动静，与孔明之镇定恰成

对比。画面套色运用紫色和大片的水绿、水

粉色，显得清秀柔丽，代表了平度年画较高的

艺术水准。

河北武强、山西临汾、山东潍坊、陕西凤

翔、河南开封、四川绵竹等都是我国著名的年

画产地，各有特色。它们在发展过程中也都

曾刻印过数量众多的戏出年画，优秀作品不

胜枚举，并且多以本地流行的戏曲题材为主，

自成体系。尤为可贵的是，不少今天已经失

传的戏曲剧目，在戏出年画中仍可以找到弥

足珍贵的图像史料，为戏曲史的研究者提供

线索。

戏出年画是戏曲与版画两种艺术形式的

有机结合，在带给人们视觉享受的同时，更可

感知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真是值得传承的

珍贵文化遗产。

（作者为中国美术馆典藏部副研究馆员）

别具一格的“戏出年画”
刘 莹

1956 年云南晋宁石寨山“滇王之印”出

土，印证了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的“滇国”

的真实存在。从上世纪 50 年代至今，上万件

滇国青铜器出土，用直观而生动的青铜艺术

语 言 再 现 了 2000 多 年 前 滇 国 的 历 史 与 文

化。牛作为滇国最重要的动物之一，几乎无

处不在，农具、兵器、工具、装饰品、生活用品上都

可见到它的形象。而贮贝器上的牛更是独树一

帜，代表了滇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贮贝器是滇国用来贮藏海贝的青铜容

器，类似于今天儿童的“攒钱罐”，其中贮藏的

海贝是来自异域的珍品，在特定的社会环境

中充当了滇国的“特殊等价物”，起着货币作

用。贮贝器上最常见的装饰图像就是牛。

古滇国青铜贮贝器上的立牛一开始可能

具有“盖钮”的实用功能，后逐渐演变成了一

种纯粹的装饰品，从一头开始逐渐增至 5 头、

6 头、7 头，多者达 8 头。江川李家山出土的一

件战国时期的“立牛铜贮贝器”是较早的，而

同地出土的另一件“五牛一鼓铜贮贝器”，不

仅 立 牛 的 数 量 增 加 了 ，而 且 还 出 现 了“ 铜

鼓”。器盖中央有一小铜鼓，鼓上立一牛，鼓

旁四牛按顺时针环绕。中间的牛被“抬高”放

置小铜鼓之上，其余四牛变成了“衬托”。这

种变化使贮贝器盖上的立体装饰高低错落，

富有空间感。李家山出土的另一件“五牛铜

线盒”，器盖上也是五牛的造型，不过一大四

小，“牛”的主题更为凸显。这种铜线盒在滇

国也常被当作贮贝器来使用。从一定程度

讲，铜鼓、牛、贮贝器，都是当时滇国财富与地

位的象征。

古滇国贮贝器上的牛还与虎、鹿等动物

和谐共存，展示了滇国的生物多样性。江川

李家山出土的一件战国时期的“虎鹿牛铜贮

贝器”，器盖中央雕铸一峰牛，沿边绕雕一虎、

三鹿；器身刻几何纹、鸟、兽纹各一周，三器足

为踞跪人形，以头颅与双手承托器身，构思颇

为奇特。

晋宁石寨山出土的一件西汉时期的“动

物搏斗铜贮贝器”上，则出现了激烈的“虎牛

搏斗”场景。该器为虎耳束腰筒形，下方四虎

爪为器足。器盖中立一株无叶之树，树枝上

有两猴、两鸟，树下是二牛一虎的惊魂搏斗。

一虎绕树奔跑，左后腿被一牛的巨角挑穿，虎

仅前爪着地，后腿腾空。显然，兽中之王与二

牛搏斗中处在了下风。树上一猴抱树瑟缩，

另一猴四顾欲逃，两只飞鸟在残酷杀气的催

逼下，欲振翅逃离……动物搏斗的场面被工

匠用戏剧化的场面瞬间定格。

江川李家山出土的一件“剽牛祭祀铜扣

饰”则表现了滇人斗牛、崇牛的习俗。扣饰最

右侧的立柱上站立着一头公牛，柱侧 11 人正

参与缚牛的活动。牛伫立不动，牛角根部系

绳，穿在牛颈下结成活结。其他人或抱绳索、

或抚牛背、或挽牛尾，其中一人被牛角挑穿大

腿，倒悬于牛角上，手仍抓牛绳不放，发髻披

散。还有一人倒于立柱下。11 人头顶均梳

髻，腕臂环戴成串手镯，腰间佩圆形扣饰，小

腿束带，跣足。

如果让动物学家来辨认，滇国青铜器上

的牛其实是不同的种类。最常见的是一种巨

角隆脊的“封牛”。封牛即“峰牛”又称瘤牛，

因为其肩背有巨大瘤状突起而得名，曾是亚

洲的主要牛种之一。牛背上隆起的峰是它最

大的特点。滇国青铜器中还有牦牛、水牛的

形象。云南省博物馆收藏的一件“狩猎场面

叠鼓形铜贮贝器”，出土于晋宁石寨山，时代

在西汉。器身刻纹图案中就有一头牦牛立于

树下，天空还有一只飞鸟展翅掠过。工匠们

细致地刻绘了牦牛身上细密的长毛、巨大的

双角、笤帚状的尾巴，让人一望即知。

晋宁石寨山还出土过几件铜牛头，从牛

额头直到牛鼻子，都有厚厚的长毛覆盖，从形

状分析，应该是牦牛。石寨山处于滇池之畔，

西汉时期气候温暖，属于热带亚热带气候，牦

牛应该不是本地的，很可能与巴蜀地区的一

种牦牛有关。它们在青铜器上出现，说明当

时的滇人对生活在高寒山区的牦牛已经有所

了解。

1996 年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晋宁

石寨山进行了第五次抢救性发掘，出土了一

件“ 鎏 金 二 人 缚 牛 铜 扣 饰 ”。 该 牛 背 上 有

“峰”，但犄角却是向下弯曲然后上翘，体型特

殊。石寨山还出土过一件类似的牛头铜扣

饰，有研究者认为很可能是非洲水牛的形象，

具体的种属及来源还待更深入的研究。也许

2000 多年前，滇国的对外交通并不是我们想

象中那样闭塞。

贮贝器上为什么这么多牛
樊海涛

“ 田 园 经 雨 水 ，乡 国 忆 桑

耕”。雨水节气来到，全年的农业

周期才算正式开始。从立春到雨

水，两个节气的更替，降雪变为下

雨 ，越 冬 作 物 开 始 返 青 ，草 木 萌

动，世界一派生机盎然。

农历二十四节气，是古代中

国人认知一年中时令、气候、物候

等变化规律所形成的完整知识体

系。“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

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

雪冬小大寒。”从这首中国人几乎

都会背的二十四节气歌中，我们

可以看到古人卓越的观察力和创

造力。虽然我们现在有了很多关

于气候关于农业的科学知识，但

二十四节气从未过时。它不仅是

深受农民重视的“农业气候历”，

同时深刻影响着我们的思维方式

和行为准则。

“二十四节气”无疑是农耕文

明的产物。中国是世界上少数几

个农业文明的起源地之一。早在

距今一万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

中 国 就 驯 化 了 水 稻 和 小 米 等 作

物，栽桑养蚕、驯养动物。主要的

农业区在黄河流域，那里处于中

纬度，四季分明，人们可以观察到

不 同 时 期 的 气 候 变 化 与 物 候 特

征，周而复始。但只有农耕文明

并不足以产生二十四节气，还要

有发达的天文学。古代中国的天

文学相当发达，欧洲文艺复兴以

前，中国是世界上天文现象最精

确的观测者之一，也是最好的记

录保存者之一。中国最古老、最

简单的天文仪器是土圭，也叫圭

表，它是用来度量日影长短的，有

了它，就可以确立冬至与夏至时

间。然后通过数学推算，将太阳

运行一年分成二十四等份，确立

每一个节气的时间。

二十四节气又被分为七十二候，五日为一候，三候为一

气，每一候都有动物、植物、鸟类、天气等随季节变化的周期性

自然现象，这些现象称为“物候”。比如雨水节气，冰雪融化，

春信已发，一候獭祭鱼，二候鸿雁来，三候草木萌。我们可以

想象，水獭开始捕鱼了，大雁开始从南方飞回北方，在“润物细

无声”的春雨中，草木开始抽出嫩芽。雨水之后是惊蛰，一声

春雷惊醒了蛰伏的万物，一候桃始华，二候仓庚鸣，三候鹰化

为鸠……这些美好的画面滋养了多少精彩的诗篇。七十二候

中同一种动物、昆虫或天气现象随季节轮替会呈现相反或连

续的变化，相反的如“玄鸟至”与“玄鸟归”、“蛰虫始振”与“蛰

虫坯户”、“雷发声”与“雷始收声”等。

当然，二十四节气传承至今还有很多因素。春秋战国之

际，诸子百家争鸣，各种思想相互影响。农家成为其中重要的

流派之一，并在诸子争鸣的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天人合一的

思想。当时的老庄哲学影响深远，老子强调“道法自然”，庄子

崇尚自然，提倡“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精神境界，

自然会影响到后来的农家学派。代表农家的《吕氏春秋》中的

《上农》《任地》《辨土》《审时》等四篇所体现的农家思想，强调

与自然和谐相处，则是老庄思想的直接体现。其中《审时》篇

用天、地、人三者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来解释农业生产过程与

确定原则，这些促成了内涵丰富、以掌握农时为目的的包含二

十四节气的精耕细作技术体系的产生。

秦汉时期的郡县制度，催生了影响深远的重农抑商思想，

为二十四节气产生提供政策方面的支持。农业在秦汉时期成

为整个国家经济的主体，种植成为重中之重，养殖、经商等行

业不被鼓励，秦律中耕牛得到特别的保护，随意宰杀耕牛是要

判死刑的。没有重农的思想传统，二十四节气也不可能深入

中华民族生产与生活的各个方面。

发达的农耕文明，先进的农学思想、悠久的重农传统，以

及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文化理念，多种因素相互作用才催生了

二十四节气。

今天，二十四节气与农业依然息息相关，什么时候耕地、

播种、除草、收获，都要遵循节气之规。比如山西南部是冬小

麦的主产区，有节气谚语曰：“麦长四季春为主，十年九春旱”

“立春天还寒，麦田浇灌莫停歇”“小满芝麻芒种谷”。即使在

四季特征并不明显的区域，也有依节气轴线所产生的一系列

农谚，为农业生产提供参考。如东北农谚：“过了芒种，不可强

种”，安徽农谚“清明下种，谷雨栽秧”；福建农谚“惊蛰犁头动，

春分地气通”……

当代中国农业加入了许多工业化要素，诸如化肥、农药与

机械，其中化肥与农药在做出贡献的同时，也导致耕地质量下

降、黑土层变薄、土壤酸化、河流水质下降等突出问题。这些

问题的解决，需要我们充分利用科学技术，同时传承二十四节

气背后所包含的理念，更多地利用传统的农耕智慧，因时制

宜，因地制宜，种养结合，循环利用，建立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

态文明。这些都是实现农业现代化所要认真考虑的。

二十四节气的思想理念，可以通俗地理解为人们对“天

时、地利、人和”的追求。历代文人墨客用各种形式，不断丰富

着节气的内涵，草木鱼虫、天地万物都被容纳在节气的框架

中，使今天的我们能有一种与天地感应的诗意浪漫。这也许

是二十四节气永远不会过时的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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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为晋宁石寨山出土的西汉时期的动

物搏斗铜贮贝器。

下图为江川李家山的虎鹿牛铜贮贝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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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相互作用才催生了二
十四节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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